
 

 

金融让利政策推动银行“实质性”让利了吗？
−基于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研究

何美玲1，张硕楠2

（1. 南京邮电大学 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2. 浙江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面对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之间日益突出的矛盾，我国创新性地实施了金融系统向实体

经济让利的政策。在这一柔性政策导向下，银行究竟是采取“实质性”让利，还是采取“虚假”让利策

略呢？文章利用 2016—2022 年我国商业银行数据，以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作为研究切入点，系统探讨

银行在让利政策影响下的行为。研究发现：首先，在政策实施过程中，银行并未通过隐藏利润或“财

务大洗澡”等方式进行第 I 类“虚假”让利，也未借政策之名虚增利润以掩盖潜在风险，从而实施第

II 类“虚假”让利；相反，银行通过降低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放松了资本约束，同时让利政策减弱了贷

款损失准备计提与信贷供给之间的顺周期性。上述结果一致支持“实质性”让利的结论。其次，当银

行所处地区面临较大的财政压力和更激烈的市场竞争，或银行自身的风险水平更低时，其贷款损失

准备计提的下降效应更加显著，这一结果进一步印证了“实质性”让利的假说。最后，尽管让利政策

并未显著削弱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可靠性，但计提的及时性受到了负面影响，这表明让利政策在取

得积极成效的同时，也可能对银行稳健经营具有潜在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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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3 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①这就要求金融机构和从业者不仅要追求经济效益，更

要注重社会效益，确保金融工作的开展符合国家发展大局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随着金融行业的

持续扩张，金融活动日益呈现出脱离实体经济运行、趋于内部循环和规模膨胀的特征。这不仅

导致金融利润对实体经济利润空间的挤压，也暴露出部分金融机构在资源配置效率和服务实体

经济能力方面的结构性短板。为提升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自 2016 年起，政府持续推出“金融

让利”政策，鼓励银行通过减费让利、发放优惠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等举措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旨在重塑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推动两者实现再平衡。

目前，关于让利政策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宏观层面的政策工具及其作用效果，例如贷款利率

下降（李增福等，2022；项后军等，2023）、定向降准等结构性货币工具（郭晔等，2019），以及减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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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费政策（杨龙见等，2020；高崧耀等，2023）。这些研究表明让利政策总体上有利于实体经济。

然而，银行是否真正响应国家的让利倡议仍有待考察。银行的行为模式较为复杂，单凭利润变

动往往难以准确捕捉其让利行为。一方面，银行可能通过承担社会责任、积累声誉资本和依赖

政府的支持，弥补因让利造成的收入减少，这意味着并不是银行利润率下降越多，就让利越多。

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某些银行为了逃避让利责任，采取诸如“财务大洗澡”之类的策略进行利

润操纵，从而掩盖其未能真正履行让利责任的事实。

此外，贷款利率水平也无法作为衡量银行是否让利的直接证据。由于利率水平受借款人信

用风险结构的影响，若银行将信贷资源集中投放于低风险客户，则利率下降实质上是风险偏好

调整，而非主动让利行为。现行统计口径下的平均贷款利率缺乏对客户风险等级的区分，难以

揭示银行真实的让利行为。为此，部分研究尝试通过银行年报中的“让利”词频进行文本分析，

但文本披露常与实际行为存在偏差（林晚发等，2022；王勇等，2023），因此让利词频更适合作为

银行受让利政策影响程度的代理变量，而非实际让利行为的客观反映。

鉴于传统指标在识别银行让利行为方面存在局限，本文提出将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变化路

径作为识别银行让利的新方法。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不仅关系银行的盈利质量，还直接影响其信

贷投放能力。在让利政策背景下，银行在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上的自由裁量行为可反映其对政策

的真实响应：若银行通过超额计提贷款损失准备来压低当期利润，进行“财务大洗澡”，则为第

I类“虚假”让利；若银行减少计提来美化报表，则构成第 II类“虚假”让利；相较之下，若银行在

政策引导下适度降低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并将释放出的准备金用于放松信贷约束，加大对实体

经济的支持力度，则可界定为“实质性”让利。

本文基于 2016—2022 年我国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采用文本分析方法，结合中央政府和各

地方政府发布的金融让利政策文件构建政策词典，从银行年报中提取相关关键词频率作为银行

受让利政策影响程度的代理变量。本文围绕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逻辑展开分析，深入探讨银行

是否真正落实“实质性”让利。研究表明：（1）在让利政策影响下，银行既未通过隐藏利润或“财

务大洗澡”等方式进行第 I类“虚假”让利，也未借机虚增利润掩盖风险以实施第 II类“虚假”让

利，而是通过降低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放松资本约束，实现了信贷资源的有效释放。同时，让利

政策还削弱了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与信贷供给之间的顺周期性，这说明银行确实实施了“实质

性”让利。（2）当银行所处地区面临较大的财政压力和更激烈的市场竞争，或银行自身的风险水

平更低时，其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下降效应更加显著，这进一步验证了“实质性”让利的假说。

（3）尽管让利政策未明显削弱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可靠性，但对计提及时性产生了负面影响，这

表明政策在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也可能对银行稳健经营具有潜在冲击。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为：第一，突破了传统的关于银行规避行为的理论认知。传统的基于

利润最大化假设的银行竞争理论认为，商业银行在面临监管压力时，通常倾向于通过调整资产

结构或实施盈余管理等手段来规避监管要求（刘莉亚等，2019；侯成琪和黄彤彤，2020）。然而，

本文发现，在金融让利政策的引导下，银行并未选择规避或应付政策要求，而是主动采取“实质

性”让利措施支持实体经济。这一发现为理解让利政策传导过程中的银行行为提供了新理论视

角与实证证据。第二，构建了更具解释力的让利行为识别框架。相较于采用利润变动或贷款利

率变化等指标衡量让利行为的宏观研究，本文针对商业银行，引入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变化路

径作为核心识别工具，系统地区分出第 I 类“虚假”让利、第 II 类“虚假”让利与“实质性”让利

三种行为类型。该识别框架不仅提升了让利行为衡量的可操作性，也为探讨柔性政策情境下的

银行行为响应机制提供了新方法与新思路。第三，引入银行“政策感知”作为政策冲击变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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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文献直接将监管政策的出台或实施时间作为政策冲击变量不同，本文基于银行年报文本，

以让利相关关键词频率作为银行受政策影响的代理指标来衡量政策强度，这更契合柔性监管环

境下政策影响机制的研究需求，具有较强的现实解释力和政策参考价值。

二、文献综述和假说提出

（一）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研究

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是评估银行风险抵御能力的重要依据。《巴塞尔协议 III》引入的预期信

用损失模型（ECL）要求银行在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时，不仅要反映已发生的损失，还要纳入对

未来可能发生的信用损失的前瞻性判断。该模型赋予银行管理层在合理且有依据的前提下，对

未来信用风险进行预判和估计的灵活性。相比传统的已发生损失模型，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具有

更强的前瞻性，能更及时地反映风险，提升财务报告的敏感性与稳健性（申宇等，2023）。传统模

型主要依赖当前经济数据和历史损失信息，在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因“确认滞后”而遭到广

泛批评，其在风险识别和应对方面存在明显局限。

前瞻性计提贷款损失准备虽有助于银行提前应对潜在信贷风险，但也可能降低贷款损失准

备计提的真实性。根据 Beatty和 Liao（2014）的研究，这种计提方式赋予管理者更多的自由裁量

权，扩大了盈余管理空间。例如，监管压力、资本补充需求、业绩预期目标和银行挤兑风险等因

素，都可能促使银行减少当期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从而进行盈余管理（Beatty 和 Liao，2014；

Hegde和 Kozlowski，2021）。此外，银行也可能利用贷款损失准备计提进行“财务大洗澡”，下调

当期盈余，以在未来需要时重新转为收入，实现利润的再分配（Ng等，2020）。

除影响银行盈余外，贷款损失准备计提还通过多个途径影响银行的资金配置和信贷供给能

力。首先，从资金配置角度看，过度计提会将大量资金锁定在准备金账户，压缩银行的放贷与投

资能力。其次，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会产生“资本紧缩”效应（丁友刚和严艳，2019）。在《巴塞尔协

议 III》框架下，贷款损失准备计提虽可在特定条件下计入附属资本，但不能补充核心资本。因

此，过度计提将侵蚀利润，削弱核心资本积累，尤其对未上市银行而言，其核心资本高度依赖利

润留存（江振龙，2024）。一旦利润受压，放贷能力下降，则可能形成“利润下降—信贷收缩”的负

向循环。最后，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会加剧信贷供给的顺周期性。在经济扩张期，违约风险低、贷

款损失准备计提少导致银行信贷扩张迅速。而在衰退期，风险上升促使银行大幅计提贷款损失

准备（De Haan和 Van Oordt，2018）；同时，随着违约事件增多，银行要动用资本加快核销，这更加

剧了资本压力，最终抑制了信贷供给（Basu等，2020）。此外，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上升也反映出

银行对风险的悲观预期和审慎态度，从而强化了信贷顺周期效应（周晔和李冰，2024）。

（二）让利政策与银行行为的研究

当金融系统过度追逐短期利润，而忽视长期投入时，资金往往会流向高收益、高风险的虚

拟经济领域，从而加剧实体经济的融资困难与资金成本压力。为纠正银行的过度风险规避与短

期逐利等行为，让利政策主要通过以下三条路径强化银行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一是价格优惠让

利。银行通过提供优惠利率贷款以及减免服务费用等措施，直接减少企业的融资成本。欧阳志

刚和薛龙（2017）发现，SLF和MLF等货币政策对民营企业的经营有显著调控效果。二是条件放

宽让利。例如，提升中长期贷款占比，扩大信用贷款额度，推行随借随还、无还本续贷及循环贷

款等灵活信贷模式。江振龙（2021）研究表明，此类工具可有针对性地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三是特定对象让利。银行面向特定的经济领域或企业群体，提供定制化的

金融产品和服务。例如，发行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券和“三农”专项金融债券，以及设立针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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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业的贷款直达工具等。郭晔等（2019）基于微观数据验证了定向降准对“三农”和小微企业

的结构调整效应。

自 2016年起，中国银监会推动金融机构通过减费让利来降低社会融资成本。2020年，面对

新冠疫情冲击，国务院明确提出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让利 1.5 万亿元，旨在减轻企业负担、

稳定就业与经济增长。此举标志着金融系统让利政策的全面推进，银行作为核心力量，承担着

化解风险、提振经济的关键任务。为确保目标实现，中国银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和其他相关部

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与监管措施，如《关于进一步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阶段性延期还本

付息的通知》等，并持续跟进银行落实情况，定期检查与曝光违规行为。同时，监管部门鼓励银

行公开披露让利情况，以增强社会监督与透明度。

在此背景下，银行已具备通过适度下调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来实现“实质性”让利的条件，这

一空间既来自内部充足的拨备积累，也受益于外部监管政策的灵活调整。在内部层面，我国商

业银行长期维持较高的拨备覆盖率，2024 年第二季度末为 209.32%，远超监管要求的 100%—

150%；2022年有 7家上市银行拨备覆盖率超过 500%，2023年仍有 5家，这表明银行拥有充足的

准备金释放空间。在外部层面，政府为支持银行让利，灵活调整拨备监管要求，降低银行的让利

成本。例如，2018年中国银监会将拨备覆盖率监管标准调整为 120%—150%的区间；2019年提出

超过监管要求两倍的拨备应视为隐藏利润；2020 年将中小银行拨备标准下调至 100%—130%；

2022 年，国务院鼓励拨备水平较高的大型银行有序降低拨备率，推动金融让利政策落地，助力

经济回稳。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1a：银行在金融让利政策影响下通过降低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来进行“实质性”让利。

（三）银行利润转移与财务操纵行为研究

金融让利政策不同于传统的硬性监管标准，更像是一种指导性框架，依靠激励机制和柔性

手段引导金融机构调整行为，以实现特定政策目标。在落实过程中，一方面，银行可能因面临成

本控制、风险管理和经营可持续性等挑战而存在不愿让利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报告过高的利

润会传递出垄断、不透明或定价不合理的信号，进而引发监管机构的关注并面临更严格的审查

（Peterson和 Arun，2018）。因此，银行可能借助让利政策作为掩护，通过“财务大洗澡”等方式转

移利润，使账面利润有意降低，从而营造出已实施让利的表象。

已有研究表明，当企业业绩下滑主要归因于外部经济环境而非内部管理失误时，管理层更

倾向于实施“财务大洗澡”行为（Barth等，2017），以将不利经营结果归咎于不可控因素，从而缓

解问责压力。金融让利政策为银行提供了实施“财务大洗澡”的正当理由，使其得以通过一次性

大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掩盖真实的盈利下滑趋势，从而调节财务表现。根据会计准则，若前期

确认的资产减值不再适用或资产价值回升，则银行可将相应准备金转回。这不仅显著降低了银

行承担的让利成本，还使其在形式上看似积极响应政策要求。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1b：银行在金融让利政策影响下进行第 I类“虚假”让利，体现为增加贷款损失准备的

计提，实施“财务大洗澡”。

除了第 I 类“虚假”让利外，银行还可能借助让利政策的名义，减少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

进而实现盈余平滑的目的。与金融衍生工具等传统平滑手段受到会计准则和审计监管的严格约

束不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具有较大的管理层自由裁量空间，是一种成本较低、操作灵活的利

润调节工具。在让利政策背景下，银行管理层可借“支持实体经济”之名，合理化贷款损失准备

计提减少的行为。然而，与“实质性”让利不同，第Ⅱ类“虚假”让利中减少的贷款损失准备计提

既未用于资本补充，也未转化为新增信贷，而是作为一种会计策略，用于财务报表美化。在当前

何美玲、张硕楠：金融让利政策推动银行“实质性”让利了吗？

•  113  •



日益复杂和不确定的经营环境下，银行面临的业绩达成压力和声誉维护需求（如防范银行挤兑）

显著上升，盈余管理的动机相应增强（Hegde和 Kozlowski，2021）。此外，监管机构也可能出于稳

增长和保市场的考量，适度放宽贷款损失确认标准，容忍银行延迟风险暴露或适当降低贷款损

失准备计提水平，以避免银行财务状况恶化对实体经济产生连锁反应（Ahamed 和 Mallick，
2017）。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1c：银行在金融让利政策影响下进行第Ⅱ类“虚假”让利，表现为减少贷款损失准备的

计提，以实现盈余平滑。

上述研究假说的基本逻辑如图 1所示。
  

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上升

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下降

掩盖银行风险，美化财务报表

放松资本约束，提高信贷支持

假说1b

假说1a
金融让利

“实质性”让利

第Ⅱ类“虚假”让利

第Ⅰ类“虚假”让利利润隐藏转移，财务大洗澡

假说1c

图 1    研究假说与基本逻辑

三、数据来源和实证策略

（一）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使用了银行财务、金融让利政策和区域经济特征三类数据。其中，银行财务数据

来自国泰安数据库，该数据库自 2015年起系统记录了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情况。金融让

利政策数据则通过对银行年度报告的文本分析获得，年报从各银行官网手工收集整理得到。区

域经济数据则来源于各地统计年鉴。剔除缺失样本，尤其是缺乏完整年报的银行，最终获得

579个有效观测值，涵盖 115家商业银行，包括 6家国有大型银行、12家股份制银行、76家城市

商业银行和 21家农村商业银行。为降低极端值的影响，所有连续变量均进行了缩尾处理。

（二）变量说明

1. 贷款损失准备计提

贷款损失准备计提（ llp）是银行进行利润调节和信贷管理的重要工具。本文参考 Ng 等

（2020）、孙柳青和戴天婧（2023）的研究，采用贷款损失准备计提金额占期初总资产的比例作为

具体的度量指标。

2. 金融让利政策

金融让利政策（policy）通过银行年报中与“金融让利”相关的关键词词频进行衡量。年报作

为总结经营成果与规划未来战略的重要载体，能详尽反映银行对政策的响应态度和战略调整方

向，因此让利关键词词频可视为银行受政策的影响程度。与近年来大量采用文本分析方法研究

银行行为的文献一致（Bhat等，2019；余明桂等，2022），本文排除数词、虚词和连词，仅保留具有

实质语义的词汇进行统计。

关键词确定流程如下：首先，本文系统收集央行、银保监会等中央监管机构和地方政府发

布的关于金融让利的政策文本，通读并初步提取核心术语，构建初始词库；其次，使用 Jieba中文

分词工具（嵌入基础术语）对政策文件进行结构化处理；再次，借助Word2vec词向量模型挖掘与

核心术语语义接近的扩展词汇，设定相似度阈值为 0.8，并经人工甄别后形成扩展词汇集合；最

后，为提升词库适应性，进一步将银行年报作为补充语料来源，挖掘银行在实际表述中使用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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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表达方式，动态扩展政策关键词库，提升文本分析的准确性和适应性。由于词频变量分布右

偏，因此本文对词频加 1后取对数作为最终政策变量（letpft）。
为增强因果识别的严谨性，本文借鉴魏建等（2024）的方法，构建了广义双重差分模型。在

2020年国务院明确提出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让利 1.5万亿元之前，部分银行已积极践行服

务实体经济的发展导向，较早实施减费让利举措，并逐步建立起面向中小企业的信贷流程优化

机制。这些银行在政策实施前已具备应对未来金融让利要求的制度基础与实践经验，因此在

2020 年及之后的政策引导下，能够以更高的执行效率和更强的落实力度有效推动“实质性”让

利的实现。据此，本文构造了金融让利政策变量 d3，即各银行在 2020 年之前三年（2017—

2019年）金融让利相关词频的平均值，用于衡量银行在政策正式出台前的让利主动性；变量 t 为
外生政策冲击的时间虚拟变量，2020 年及之后取值为 1，之前为 0；交互项 d3_t 为两者乘积，作

为双重差分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用于识别金融让利政策对银行的影响效果。

3. 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 Ng等（2020）、孙柳青和戴天婧（2023）的做法，控制如下变量：银行规模（size），用
总资产的对数值衡量；不良贷款率（npl），用不良贷款额占贷款余额的比例衡量；税前拨备前利

润（ebtp），用税前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前的利润占总资产的比例衡量；拨备覆盖率（cov），用贷款

损失准备余额占不良贷款额的比例衡量；贷款占总资产的比例（lta），通过贷款总额占总资产的

比例衡量；地方政府财政压力（finprsct2），用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差额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衡量；

地区 GDP增长率（grgdp）、第二产业 GDP占比（gdp2）、银行固定效应（id）和年份固定效应（year）。
（三）模型构建

为考察银行是否通过调增贷款损失准备计提隐藏利润（第 I类“虚假”让利）、调减贷款损失

准备计提美化报表（第 II 类“虚假”让利），或是通过降低贷款损失准备计提释放信贷资源以支

持实体经济（“实质性”让利），本文先构建模型（1），以检验金融让利政策与银行贷款损失准备

计提之间的关系。policy 可取两种形式：一是银行年报“金融让利”词频的对数（letpft），二是双重

差分变量交互项（d3_t）。

llp = α+βpolicy+ controls+
∑

id+
∑

year+ε （1）

模型（1）重点关注 policy 前的回归系数，若 policy 前系数为正，则直接排除假说 1a（“实质

性”让利）和假说 1c（第 II 类“虚假”让利）；若系数为负，则直接排除假说 1b（第 I 类“虚假”让

利），但需要进一步厘清降低的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到底是用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假说 1a），还

是用于盈余管理（假说 1c）。

模型（1）检验了“金融让利政策→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逻辑链条，为进一步验证假说 1a，

需要补充检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资本约束”的逻辑链条，因此，本文设计模型（2）。其中，被

解释变量为资本约束（capprs），用一级资本缓冲衡量，其他控制变量均与模型（1）相同。根据监

管标准，系统重要性银行的一级资本缓冲定义为一级资本充足率减去 9.5%，而非系统重要性银

行则为一级资本充足率减去 8.5%。考虑到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与银行资本的双向关系，本文在模

型（2）中加入 capprs 滞后项（L.capprs）以控制双向因果关系。模型（2）关注 llp 前的系数，若 llp 前

的系数为负，则表明减少的贷款损失准备计提能放松银行的资本约束。

capprs = α+βllp+λpolicy+γL.capprs+ controls+
∑

id+
∑

year+ε （2）

此外，银行面对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出于对风险的预期和谨慎性考量，可能会降低信贷供

给，这是贷款损失准备计提顺周期性的一种表现，即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与信贷供给之间存在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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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变动关系（高洁超等，2017）。为进一步验证银行在金融让利政策影响下进行了“实质性”让

利，本文设计动态面板模型（3），以检验金融让利政策是否削弱了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与信贷供给

之间的负向关系。其中，被解释变量为贷款增长率（grloan），同样加入其滞后项（L.grloan），其余

控制变量保持不变。模型（3）关注交互项 llp×policy 前的系数，若交互项系数为正，则表明在让

利政策引导下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对信贷供给的抑制作用减弱，即政策在削弱贷款损失准备计提

的顺周期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从而进一步支持“实质性”让利的判断。

grloan = α+βllp× policy+λpolicy+ηllp+γL.grloan+ controls+
∑

id+
∑

year+ε （3）

（四）描述性统计

表 1汇报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贷款损失准备计提（llp）均值为 0.6664%，中位数为

0.6321%，标准差为 0.3363%。让利政策影响（letpft）均值为 2.4555，中位数为 2.4953，标准差为

0.7290，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 0.0000和 4.5414，这表明金融让利确实是一种柔性和非正式的引

导政策，不同银行受金融让利政策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量

llp 0.6664 0.6321 0.3363 0.0001 2.2377 579

letpft 2.4555 2.4953 0.7290 0.0000 4.5414 579

lta 0.4850 0.4941 0.0923 0.1630 0.7422 579

npl 1.8698 1.7454 0.7429 0.0032 5.6419 579

ebtp 0.0196 0.0182 0.0068 0.0060 0.0501 579

cov 2.2888 1.9381 0.9250 1.0244 5.6771 579

size 26.8095 26.4400 1.5940 23.6157 30.5097 579

grgdp 0.0726 0.0779 0.0528 −0.1137 0.2512 579

gdp2 0.3854 0.4020 0.1094 0.1580 0.7030 579

finprsct2 −0.5937 −0.3533 0.6198 −3.7051 0.0789 579

　　注：贷款损失准备计提llp和不良贷款率npl的单位为%。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金融让利政策对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影响

表 2报告了模型（1）的回归结果。列（1）的结果显示，在金融让利政策影响下，letpft 的系数

显著为负，即银行降低了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这表明其并未通过增加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来隐

藏利润，因此第Ⅰ类“虚假”让利行为缺乏实证支持，假说 1b不成立。列（2）基于广义双重差分

模型进行回归，在控制了让利词频的内生性偏误后，核心变量 d3_t 的系数仍为负向显著。

 

表 2    金融让利政策与贷款损失准备计提

（1） （2）

llp llp

letpft −0.0356**（−3.0493）

d3_t −0.0953*（−2.3939）

lta 0.9515*（2.3906） 1.0006**（2.5643）

npl 0.0931***（3.8498） 0.0759**（3.5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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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排除银行年报质量对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影响，本文从以下两方面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首先，手工收集银保监会（2018年前为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对商业银行的处罚信息，重点识别

因信息披露违规或财务报告不实等问题受到处罚的银行，剔除这些银行样本，以提高数据真实

性和结果可靠性。表 3列（1）和列（2）的结果显示，letpft 和 d3_t 的系数依然显著为负，这说明本

文的实证结果稳健。其次，金融让利政策本质上是柔性引导机制，银行是否让利可能存在自选

择偏误，因此本文采用 Heckman 两阶段法进行纠偏。第一阶段构建 Probit 选择方程，除模型（1）

中的控制变量外，额外引入相对外生的“是否为全国性银行”虚拟变量，以反映银行在规模、资

本实力和政策响应能力方面的差异。第二阶段将估计的逆米尔斯比率（imr）纳入主回归模型，修

正选择偏误，以增强结果的稳健性。表 3列（3）和列（4）的结果显示，letpft 和 d3_t 的系数依旧显

著为负，同时 imr 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这表明并不存在严重的自选择问题。
 
 

表 3    金融让利政策降低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稳健性检验

（1） （2） （3） （4）

删除信息质量不佳的样本 Heckman两步法

llp llp llp llp

letpft −0.0358**（−3.0637） −0.0384**（−2.9924）

d3_t −0.1015**（−2.4866） −0.0942*（−2.4460）

imr −0.2358（−1.6566） −0.2061（−1.5280）

银行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556 556 579 579

Adj_R2 0.6115 0.6157 0.6142 0.6170
 

（二）银行“实质性”让利的路径检验

上述研究已证实金融让利政策降低了计提，接下来的一个关键问题是：银行是否会将减少

的计提用于缓解资本约束并扩大信贷投放？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对模型（2）和模型（3）进行回

归，结果见表 4。列（1）和列（2）的结果显示，llp 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贷款损失准备计提

续表 2    金融让利政策与贷款损失准备计提

（1） （2）

llp llp

ebtp 29.8783***（6.8581） 29.6361***（6.5517）

cov −0.0331（−1.5134） −0.0485**（−2.5648）

size −0.0220（−0.2927） 0.0142（0.1773）

grgdp 0.0315（0.1211） −0.0452（−0.1700）

gdp2 0.1079（0.1930） 0.2213（0.4053）

finprsct2 −0.0055（−0.0498） −0.0503（−0.4298）

常数项 0.1526（0.0708） −0.8276（−0.3686）

银行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N 579 579

Adj_R2 0.6126 0.6159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经过聚类标准误差调整的t统计量。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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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少，银行资本约束也就越弱，减少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有助于释放资本，改善资本充足状况。在

列（3）和列（4）中，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与金融让利政策的交互项（llp_letpft 与 llp_dt）均显著为正，

这表明在金融让利政策的影响下，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对信贷供给的制约作用减弱，银行倾向于

将释放的准备金用于增加贷款投放，从而缓解了信贷供给的顺周期性。本文进一步考察了金融

让利政策对银行贷款集中度以及大型企业密集型行业贷款配置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银行的

贷款集中度在政策实施后有所下降，且大企业占比较高的行业所获得的信贷支持相对减少。①

这一发现有助于排除新增信贷主要流向大型企业从而导致“虚假”让利的可能性，为“实质性”

让利假说提供了更有力的证据支持。
 
 

表 4    银行“实质性”让利的路径检验

（1） （2） （3） （4）

capprs capprs grloan grloan

llp −0.5306*（−1.9442） −0.4513*（−1.7814） −0.1076（−1.1167） 0.0589**（2.0626）

llp_letpft 0.0796**（1.9697）

llp_dt 0.0282**（2.0620）

银行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78 278 282 282

AR（1） 0.0090 0.0112 0.1087 0.1261

AR（2） 0.9996 0.9618 0.3000 0.2739

Sargan P值 0.3440 0.3324 0.3513 0.4353
 

尽管金融让利政策下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减少既与资本约束放松相关，也与增量贷款相

关，但为了确保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需要进一步排除其他可能导致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下降的

因素。首先，检验银行是否以响应政策为名，通过降低贷款损失准备计提进行盈余管理（假说 1b）。

本文参考孙柳青和戴天婧（2023）的方法，构建了操纵性贷款损失准备计提（nllp）作为盈余管理

的代理变量，并将其纳入回归模型。此外，本文还在基础模型中引入税前拨备前利润（ebtp）与让

利政策指标（letpft 和 d3_t）的交互项（ebtp_letpft和 ebtp_d3t）。若银行确实利用让利政策进行盈余

管理，则预期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将对 ebtp 的变化更加敏感，即在 ebtp 较高时增加计提以压低利

润，在 ebtp 较低时减少计提以提升利润。回归结果显示，金融让利政策未提升银行盈余管理水

平。②其次，考虑到中国银行业普遍保持较高的贷款拨备水平，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下降可能只

是高拨备银行主动回调拨备水平的结果，而非让利政策驱动。为了排除这一可能性，本文采用

假性测试方法，将样本按金融让利政策词频排序，选取词频低于中位数的银行构成子样本。该

子样本中的银行对政策的响应相对较弱，因此其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变化更有可能源于拨备覆

盖率向均值回归的自然趋势，而非政策干预所致。在该子样本中，以贷款损失准备计提（llp）为

被解释变量，以高拨备覆盖率虚拟变量（hcov）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显示，高拨

备覆盖率虚拟变量（hcov）也不显著，这说明贷款损失准备计提降低不是均值回归结果。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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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进一步分析

为进一步检验金融让利政策对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行为的影响是否符合“实质性”让利

假说，本文从财政压力、银行业竞争和银行自身风险水平三个维度对样本进行分组回归。这些

变量分别代表地方政府干预程度、市场竞争强度和银行稳健性约束，是影响银行实施“实质性”

让利的重要调节因素。通过比较不同子样本中让利政策对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影响差异，可以

更准确识别政策的实际作用路径与适用边界，为“实质性”让利假说提供更细致且有力的经验证据。

（一）财政压力

在现行财政体制与金融治理结构下，地方政府对金融机构具有较强的影响力。随着财政压

力加大，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通过干预银行运营和推动金融让利等方式缓解财政约束。银行向实

体经济让利，不仅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难题和提升资金流动性，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减轻

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增强了地方经济的稳定性。为检验上述推论，本文将样本按财政压力

（finprsct2）中位数划分为高财政压力组与低财政压力组。结果如表 5所示，在财政负担较重的地

区中，letpft 的系数显著为负；而在财政压力较轻的地区中，让利政策与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之间

的关系并不显著。在列（3）中，地区财政压力相对较大，d3_t 系数接近负向显著，P 值为 0.109；在
列（4）中，财政压力相对较小，结果不显著。综上所述，基于财政压力的分组回归结果与银行“实

质性”让利的推断更为一致，且在财政压力较大的地区，银行更倾向于通过降低贷款损失准备计

提来“实质性”让利。
  

表 5    财政压力与银行“实质性”让利

（1） （2） （3） （4）

财政压力大 财政压力小 财政压力大 财政压力小

llp llp llp llp

letpft −0.0610***（−3.9378） 0.0128（0.3301）

d3_t −0.0967（−1.8807） −0.0782（−1.1518）

银行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79 282 279 282

Adj_R2 0.5424 0.7021 0.5408 0.7052
 

（二）银行竞争

除了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外，银行所在地区的市场竞争程度也可能显著影响其是否采取“实

质性”让利措施。在市场竞争较为激烈的地区，银行更倾向于通过降低融资成本和减免费用等

方式来吸引客户资源并推动业务多元化；而在竞争较弱的市场环境中，银行则不需要通过让利

来培育客户。为验证这一推论，本文借鉴姜付秀等（2019）的方法，通过计算各地区前三大银行

分支机构占比来衡量市场竞争程度，并将样本按该指标中位数进行分组回归。表 6 列（1）和
列（3）的结果显示，在银行竞争较弱的地区中，让利政策对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影响不显著；而

列（2）和列（4）的结果显示，在银行竞争较强的地区中，银行降低了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综上所

述，银行市场竞争程度的分组回归结果与“实质性”让利的推断一致，即在竞争较强的地区，银

行更倾向于通过降低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来实现“实质性”让利。

（三）银行风险

除了财政压力与市场竞争等因素外，银行的让利决策通常会受自身风险状况的影响。对于

风险较高的银行，其资产质量较差、盈利能力较弱，缺乏足够资源进行“实质性”让利；而风险较

何美玲、张硕楠：金融让利政策推动银行“实质性”让利了吗？

•  119  •



低的银行，具备冗余资源，能够在保持稳健经营的前提下实施让利。为验证这一观点，本文以银

行过去三年净资产收益率（ROE）的标准差作为风险水平代理变量，将银行按风险水平的中位数

进行分组回归。在表 7列（1）和列（3）的低风险银行中，letpft 和 d3_t 的系数都显著为负，这说明

银行进行了“实质性”让利；在列（2）和列（4）的高风险银行中，letpft 和 d3_t 的系数都不显著。综

上所述，银行风险水平的分组回归结果与“实质性”让利的推断一致。
 
 

表 6    市场竞争与银行“实质性”让利

（1） （2） （3） （4）

竞争弱 竞争强 竞争弱 竞争强

llp llp llp llp

letpft −0.0311（−0.8278） −0.0362*（−2.2624）

d3_t −0.0415（−0.5592） −0.1436*（−2.0815）

银行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80 298 280 298

Adj_R2 0.6809 0.5437 0.6804 0.5548
 

 
 

表 7    风险水平与银行“实质性”让利

（1） （2） （3） （4）

银行风险低 银行风险高 银行风险低 银行风险高

llp llp llp llp

letpft −0.0567*（−2.2159） −0.0373（−1.7655）

d3_t −0.1358*（−1.9615） −0.0742（−1.6155）

银行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68 269 268 269

Adj_R2 0.6751 0.5794 0.6819 0.5798
 

六、银行“实质性”让利的会计质量代价

在银行通过减少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实现“实质性”让利与缓解资本约束，并削弱贷款损失准备

计提与信贷供给之间顺周期性的背景下，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可靠性和及时性

是否受到金融让利政策的影响？该问题关系到银行在支持实体经济的同时，能否保持会计信息的质量。

实践中，银行需要持续优化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模型，提高对未来冲销损失的预测能力，即贷款损

失准备计提的可靠性（Marton和 Runesson，2017）。若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与下一期贷款冲销额呈

显著正相关，则表明计提更准确地预测了实际损失，具有更高可靠性。本文参考 Bhat 等（2019）

的做法来设计回归模型（4），通过考察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与下一期贷款冲销额（fncf）之间的关系

来评估计提可靠性，重点关注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与金融让利政策的交互项系数，以判断政策是

否对计提可靠性产生影响。表 8列（1）和列（2）的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llp_letpft 和 llp_dt）的系

数均不显著，这表明金融让利政策并未显著影响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可靠性。

f nc f = α+βllp× policy+λpolicy+ηllp+ controls+
∑

id+
∑

year+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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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识别并记录潜在贷款损失，有助于及早发现问题贷款，也被视为良好的风险管理实

践。Bushman 和 Williams（2012）指出，及时的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有助于强化外部利益相关方对

银行风险行为的监督。此类银行在经济稳定期与衰退期通常都保持更高的资本储备，并在经济

下行中具备更强的信贷供给能力（Akins等，2017）。本文借鉴 Beatty和 Liao（2014）的做法，以贷

款损失准备计提占下一期不良贷款的比率（llr）衡量及时性，构建模型（5）进行验证：

llr = α+βpolicy+ controls+
∑

id+
∑

year+ε （5）

表 8 列（3）中 letpft 的系数为负，P 值为 0.119，接近 10% 显著水平；列（4）中，d3_t 系数在

5% 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让利政策降低了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及时性。以上结果也从侧面

说明，实施金融让利政策可能会给银行带来一定的压力，特别是在响应让利政策要求的同时难

以保持所有会计信息质量方面的高标准。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可能会优先确保贷款损失准备计

提的可靠性，而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调整这些准备的速度。
 
 

表 8    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可靠性和及时性

（1） （2） （3） （4）

fncf fncf llr llr

llp_letpft 0.0157（0.5501）

llp_dt −0.0221（−0.7433）

letpft 0.0042（0.1538） −0.0396（−1.8771）

d3_t −0.0258（−0.5204） −0.1565**（−3.3870）

银行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409 409 472 472

Adj_R2 0.5967 0.5978 0.5590 0.5648
 

进一步按会计师事务所质量对样本进行分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较高，审计服务更

为严格，有助于提升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及时性。表 9 列（1）和列（3）的结果显示，在由非“四

大”事务所审计的样本中，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及时性出现了明显下降；而列（2）和列（4）的结

果显示，在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样本中，让利政策并未对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及时性

产生削弱作用。由此可见，提高审计质量有助于在银行实施让利政策的同时，确保会计信息的

及时性。
 
 

表 9    及时性分组回归

（1） （2） （3） （4）

非“四大” “四大” 非“四大” “四大”

llr llr llr llr

letpft −0.0769*（−2.0999） 0.0191（0.2801）

d3_t −0.1331**（−2.7762） −0.1513（−1.4787）

银行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21 213 221 213

Adj_R2 0.4665 0.6046 0.4670 0.6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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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处理好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利润分配问题，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推

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本文将金融让利政策与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相联系，探究让

利政策引导下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行为的变化。研究发现，在金融让利政策实施过程中，银

行既未通过利润隐藏或“财务大洗澡”等手段实施第 I 类“虚假”让利，也未借政策之名虚增利

润以掩盖潜在风险，进行第 II类“虚假”让利；而是通过降低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放松资本约束，

实现了信贷资源的有效释放。同时，让利政策还削弱了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与信贷供给之间的顺

周期性，这说明银行确实实施了“实质性”让利。进一步分析表明，当银行所处地区面临较大的

财政压力、更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银行自身的风险水平更低时，“实质性”让利行为更为突出，

这从多维度验证了银行“实质性”让利的效果和边界。此外，虽然金融让利政策未对贷款损失准

备计提的可靠性造成明显损害，但计提的及时性有所减弱，这反映出在未来政策制定与执行中，

应更加注重平衡让利目标与银行经营稳健性之间的关系。

本文的研究为金融让利政策的实施效果及其作用机制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首先，商业

银行在政策引导下并未采取“虚假”应对策略，而是通过降低贷款损失准备计提进行“实质性”

让利，这反映出银行在权衡短期利益与长期发展之间，更倾向于“算综合账、算长远账”。减费

让利不仅是银行履行社会责任、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体现，而且也有助于改善整体经济环境，

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其次，在财政压力较大的地区，银行表现出更强的让利力度，这

说明金融让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财政约束，发挥了替代性支持功能，有助于防范区域性

金融与财政风险叠加。因此，未来政策制定应当重点关注财政困难地区的实际需要，完善政策

引导和支持机制。再次，市场竞争程度越高的地区，银行的“实质性”让利行为越明显，这表明

市场机制在激励银行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从而进一步印证了优化金融市场结构、

促进良性竞争的重要性。研究还发现，银行自身的风险水平是影响其是否实施让利的关键因素

之一，低风险银行更具让利能力，而高风险银行则受限于财务稳健性，难以有效参与其中。因

此，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应注重差异化监管，根据不同类型银行的风险承受能力制定相应激励和

保障措施，以确保金融让利政策在不同银行间公平、可持续地推进。最后，在实施金融让利政策

过程中，应加强对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及时性的监管，鼓励引入高质量审计机构参与监督，提

升会计信息质量与风险管理水平。同时，推动银行优化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模型，增强对未来风

险的预判能力，确保在支持实体经济的同时，不降低财务信息披露的时效性与准确性，维护银行

体系稳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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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Financial Concession Policies Induce “Substantive”
Concessions by Banks? Evidence from Loan

Loss Provisioning

He Meiling1,  Zhang Shuonan2

(1. 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210023, China;
2. School of Finance,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angzhou 310018, China)

Summary:  Amid growing pressures on China’s real economy, the government has adopted financial

concession policies to encourage banks to reduce fees, extend preferential loans, and support the real sector.

Using panel data from 115 Chinese commercial banks between 2016 and 2022,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

pact of such policies, with loan loss provisioning (LLP) serving as the main indicator of banks’ concessionary

responses. It introduces a novel classification framework to distinguish three types of behavior: (1) Type I

pseudo-concessions—excessive LLP to suppress profits; (2) Type II pseudo-concessions—reduced LLP to in-

flate earnings; (3) substantive concessions—LLP reductions used to ease capital constraints and expand credit.

Using content-based analysis of annual reports and a generalized DID approach, this paper empirically tests

whether and how banks adjust LLP in response to policy signa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nancial concession policies significantly lower LLP, alleviate capital constraints,

and reduce the procyclicality of credit supply, thereby enhancing financing for the real economy. No evidence

has been found for either type of pseudo-concessions, suggesting that banks undertake substantive profit-con-

cessions. Further subgroup regress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substantive profit-concession behavior is more pro-

nounced among banks located in regions with greater fiscal pressure, operating in more competitive markets,

or exhibiting lower risk tolerance. This suggests that banks are indeed actively responding to policy guidance,

driven by multiple extern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in three ways: First, it transcends the cognitive boundaries of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bank avoidance behavior, revealing that under the guidance of flexible policies, banks

may proactively align with national policy objectives rather than merely seeking to circumvent regulatory re-

quirements. Second, it constructs a more interpretable and operational framework to identify profit-concession

behavior and systematically distinguishes three types of profit-concession behavior, expanding the methodolo-

gical framework of micro-level banking research. Third, it employs the frequency of policy-related terms in

banks’ annual reports as a proxy for their level of policy exposure, which better align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ft policy environments and offers stronger explanatory power and greater relevance for policy implications.

Key words:  loan loss provisioning； financial concessions； capital constraints； procyclic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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